
第四章 女童在國民學校校內的學習經驗 

 

在上述章節中，已對國民學校的背景和相關統計數據做分析後，本章進一步

探討女童在國民學校校內的學習經驗。惟這些課程、活動與學習經驗，不僅出現

於國民學校校內，也會延續到國民學校校外，本章節先探討女童在國民學校內的

學習活動，下一章節則探討論女童在國民學校校外的學習經驗。 

就國民學校校內學習活動的過程而言，平日的流程主要有「晨間活動」、「課

堂活動」、「課間活動」等，故以下分三節依序說明。另有特定日期的活動，例如

運動會，則待下章再敘。 

 

 

第一節  晨間活動   

無論是日治時期，或是光復初期，每天臺灣國民學校的學習活動都是從一 

早學生到校後的晨間活動開始。結束後，才進入正式的課堂活動。 

壹、日治後期 

  學校做為一個有組織、有計畫的教育場所，藉由對教育內容的掌握，以及在

學校中舉行的各種儀式，最能有效且集中地傳達統治者的意圖。引進近代西式學

校體系的日本殖民政府，當然也在臺灣利用公教育體系，灌輸其政治意識型態，

並且規訓兒童的身體。1  因此，是用正式上課前的晨間活動，來落實其教育意

圖，而這些活動包含升旗儀式、強身及打掃整潔 等活動。 

一、朝會升旗儀式 

國民學校學生每早到校後，最先進行的工作，則是打掃教室內外，以維持整

潔。打掃完畢後，則是舉行朝會儀式。 

在日治時代，學校非常重視朝會儀式，官方認為其可提振學童勤學向上的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許佩賢，《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》，頁 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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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。當時的儀式，包括唱國歌、升旗、朗誦教育敕語、面向東方(象徵日本皇室)、

師長訓話等。2藉著學校正式的儀式，無論是唱日本國歌〈君之代〉、或是遙拜東

方、師長講述等活動，殖民政府點點滴滴地灌輸學童對日本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

意識。1940 年代就讀北縣新莊東國校的杜武志回憶記述： 

每天朝會，照例要升旗。升太陽旗時，要聽著歌頌日本皇室萬世興盛的國

歌，以注目禮望著太陽旗如太陽般冉冉上升。太約在太平洋戰爭一年起開

始唱「隨軍征」歌，它是表達決心隨時隨地為天皇獻軀效忠的歌。在結構

上接在國歌之後，由於悲壯至極，因此，在唱完國歌後唱出，不由得會慷

慨激昂起來，會衝動願為天皇不惜獻出生命的一種情緒來。……由於差不

多天天聽、天天唱，因此，必須效忠天皇這件事，便刻在幼小的心靈上。

3

 

由於升旗活動是每日早晨必行之事，學童們都會儘量準時到校參與，因為遲 

到會遭到當眾罰站的處置。這項處罰，對當時的學童極具嚇阻的效果，1941 年

進入基隆市昭和國校就讀的回憶說道：「當時學校管得很嚴，我們上課都不敢遲到。

若是遲到學校時，正好碰上升旗時間，就會被老師喴到司令台上罰站，讓所有人都看到

了，很丟臉！」因此，他每天早晨都非常警醒地起床，動作迅速地準備去上學，

盡力避免遲到而遭受處分的困窘(訪談編號 N-3)。同時期內，也在該校就讀的吳

金珠，對於升旗活動的參與，同樣也是戰戰兢兢，因為那是學校重要的活動，當

時無論男女生，都會很認真地排隊參與朝會升旗活動(訪談編號 W-5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，《臺灣小學世紀風華》(台北：柿子文化，2004)，頁 40。 
3 杜武志，《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》(臺北：北縣文化，民 86)，頁 28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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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   日治後期基隆市昭和國民學校朝會情境 

資料來源：《基隆市昭和國民學校第二屆畢業紀念冊》(1943 年)，頁 4。 

 

二、 強身活動 

日治時期重視兒童體能訓練，除了體育課外，另有課外運動的安排。課外活

動的實施時間，仍然以在學時間為主，每天朝會體操的實施是其一。4早操活動，

男女童都要一起參加。當時每天約早晨六、七點左右，打開收音機就能聽到體操

音樂，促使全民也和國民學校學童一樣鍜練強身。5

到了 1944 年左右，基隆市仙洞國校在升旗之後，學校接著安排做體操等強

身活動。為了加強學生對日本帝國的認同，在升旗過後，老師會帶著五、六年級

的同學跑步數里，到山頂較空曠的地方朝著東方唱歌，以表達對日本天皇的崇

敬。而這項活動不僅要鍜鍊學生體魄，更大的目的是要藉此活動灌輸並強化臺灣

人民對日本認同的意識型態。然而在教師刻意灌輸對日認同意識的氛圍裡，單純

的國校學童，多半感受較深刻的，還是跑步過程中的活動經驗。 

童年活潑好動的就讀基隆仙洞國小，他回想當年朝會後隨老師跑步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黃怡玲，《日治時期女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》，頁 94。 
5蔡紹斌，《解讀清水國小百年影像史》(台北：地景企業，民 87)，頁 4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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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神宮遙拜的經驗時，言談中充滿深刻且正向的回憶。他記得當時隨著老師跑

向約有數里遠的外木山上，在朝陽輝映的山海之際，朝著東方唱日本國歌〈君之

代〉：「天皇之朝，千代八千代，直到小石變巨岩，岩上生滿綠苔蘚。」(訪談編

號 N-3) 

當時年幼的很喜歡這項活動，因為他不愛坐在教室內看著書本或是聽老師講

課，只要能在戶外活動就令他趣味盎然！如今對已漸老年的他而言，雖然已不太

能流利地唱完〈君之代〉的歌詞和曲調，但是當年與老師、同學們一齊在戶外活

動的愉悅感，他迄今記憶猷新。雖此項活動，對於生性好動的男童而言是趣味盎

然，但是同班的女生並未隨老師一起參與這項活動，通常就是回到班上。 

 

貳、光復初期 

    光復初期，國民學校沿續日治時期的作法，每天仍維持晨間活動，形式大體

如前，到校的衛生打掃，之後才進行朝會與早操活動。 

一、打掃環境 

光復後，國民學校學生早上到校後的重要工作之一，仍是打掃教室內外，以

維持環境整潔。 

二、朝會升旗儀式 

    光復後，國民學校每天則進行朝會升旗活動，不同於日治時代的是國歌不同 

了、升上旗桿的國旗也從一顆紅蛋似的太陽，換成了青天白日滿地紅。到了 1954

年左右，升旗儀式之後，另外加上唱軍歌的儀式。當時政府期望透過教育活動的

灌輸，營造出反共與反攻大陸的民心士氣。1949 年入學的王春回憶說道： 

剛開始去讀書的時候，升旗時就是要唱國歌和國旗歌，不過讀到六年級

的時候，另外還要唱「反共、反共去…...」的軍歌。當時，老師叫我

們唱，我們就跟著唱。其實並不知道歌詞的意義是什麼？…(編號 W-7

訪談稿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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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 1947 年入學的李明子，在僅有的兩年國民學校經驗中，參與升旗活動的 

印象就是跟著大家一起專心唱國歌和國旗歌，並且認真聆聽校長在台上說話。這

種儀式，對於不愛唱歌的她，並沒有深刻的相關回憶與感受，但她認為這種儀式，

會讓學童不知不覺地認同對國旗與國歌，進而自然會表現出崇敬的態度，例如聽

到國歌樂音揚起時，便自然會立正。看見國旗冉冉升起時，就會有行禮的直覺反

應(編號 W-6 訪談稿)。 

三、早操活動 

    光復後，學校按例每天仍要舉行朝會，若是晴天就在操場上舉行，遇雨天朝 

會地點就改至禮堂。若是在操場舉行朝會，升旗典禮儀式結束後，一般學校就會

進行做早操的活動。李明子回想當年做早操的動作，愉快地演示當年學得的動

作，並表示這些體操動作和六十年代國民小學所做的早操動作，其實相差不多(編

號 W-6 訪談稿)。 

             

參、小結 

在光復前後，國民學校每天的作息流程中，均有一段時間進行晨間活動，當

時日本政府企圖藉由朝會及升旗儀式，進行政治意識型態的灌輸、培養學童對國

家的認同概念，並以設計升旗後的某項活動，例如仿效軍人跑步、或是齊唱日本

國歌等，以灌輸學童某種政治意識型態並為該政府效忠，此係在軍國主義籠罩下

而加強的軍事訓練。光復初期，國府正式遷臺之前，在因應官方中國化的政策下，

國校朝會活動尚未有儀式化的軍事教育活動，惟在 1954 年之後，因反共教育與

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，而加入反共歌曲的教唱。從本研究所探討的案例中，可以

看到透過朝會中升旗等等的活動，確實能建立預期傳揚的政治意識型態。若活動

型式恰能符合學童興趣，其欲傳達的意識型態或認同的情感，可維持數十年之久。 

另外，還有兩項活動值得一提，一是打掃環境，二是晨間活動。這兩項都具

有持續性，從日治實施到光復後，甚至長期以來成為國民學校一天生活的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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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這兩項活動，較升旗活動是更具正面教育意義，一來是符合現化衛生的觀念，

二來是養成良好習慣，第三是有助於身體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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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課堂活動  

 

每天晨間活動結束後，則進入正式的課堂教學活動。學童在學校內多數的時

間，都是依照課程標準的配置，進行各項課堂活動。在日治後期的國民學校，課

程則按國民科、理數科、體鍊科、藝能科與實業科等五大教科的修習課目去安排。

到了光復後，課程則依國語科、社會科、算術科、自然科、圖畫科、勞作科、體

育科與音樂科等八大教學科目來做配置。本節擬從分「日治後期」與「光復初期」

兩階段，敘述學童在課堂的學習經驗。 

 

壹、日治後期 

以下就國民學校所開設的五大教科，說明日治後期課堂活動的概況： 

一、 國民科的修習科目，以講述教學為主  

國民科包括了修身、日語和日本史地理，多採講述法進行教學，但各修

習科目間仍有其個別的教學方法與安排，茲分述如後。 

修身課，基本上就是道德的培養與訓練，日本的教育體制對修身訓練非

常重視，課堂上主要傳授人倫道，像是孝順、誠信、公益等，並且讓兒童熟

悉日常的禮儀。另外，也注意學童在平日的操行，例如親切待人，信守約定、

不忘師恩等等。6

日本史地課程，除了一般史地知識傳授外，培養學童的國家意識的形成 

是其要務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歷史課程方面，在 1922 年新〈臺灣教育令〉

將日本歷史課程列入公學校實施時，即有專家指出的學習必須究明人物、時

代、地點及事件的原因和結果，同時，必須喚醒學童的想像力；並且為了理

解人、時、地的相互關係，必須兼顧記憶、判斷、推理等知的作用及產生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高雄市歷史博物館編印，《阿公阿嬤讀の冊─近代臺灣國民教育點滴》(高雄市：高雄市歷史博

物館，民 92 年)，頁 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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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的情的作用。強調歷知識的學習在於擴大學童精神生活，培養學童對歷史

的興趣，開展其記憶、想像及推理能力。對於人物事蹟的處理，在實際教學

時宜做到(一)說明平易，讓兒童容易了解；(二)用權宜的實物使兒童的想像與

事實相結合；（三）以歷史地圖或年代表闡明時、地的觀念；(四)作成簡明系

統的板書，讓兒童容易理解；(五)適當的分小節，讓兒童明確理解各要點。7換

言之，歷史教學時宜盡量利用掛圖、地圖、標本等教具，讓兒童易於想像歷

史情境。 

 

按上述原則所進行的教學，確實出現在當年國民學校學童的回憶中。記得

老師教起日本歷史、地理都非常詳細，不但寫板書，還會運用掛圖慢慢講述，

所以即使不是日本內地人、當時也未曾到過日本，但對於老師教授的相關知

識，都可以記得住(N-3 訪談稿)。 

 

二、理數科的修習科目以講述教學為主，實物教學為輔 

國校理數科包括了算術與自然兩科，也多以講述為主。除此之外，教師會 

不定時地抽問學生，以了解學生學習吸收的狀況，或是用來集中學生的注意力 

。當時無論是男教師或女教師，通常都偏好抽問調皮的男童以維持課堂學習的

秩序。一般女童都很乖巧，既不調皮、態度也無不妥，通常不會被老師點名抽

問，但是因為教學中有抽問的過程，所以會對部分女童上課造成壓力。這種壓

力，不是課堂教授內容的難度造成，而是可能需要起身站立在眾人面前，對女

童而言，這卻是一種令人窘困的場面。上課情形可參見圖 4-2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吳文星，〈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歷史教育之探─以 1923 年版教科書及其教學為中心〉，發表於

2005 年 4 月 24-25 日，「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，頁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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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2 日治後期算術課上課情形 

資料來源：《基隆市昭和國民學校第二屆畢業紀念冊》(1943)，頁 7。 

 

吳金珠在光復前二年進入國民學校就讀，她記得這日本人離台前，她的教 

師是一位日籍男老師，上日語、算術等課程，老師都會用板書教授，並且不定時

點名讓學生回答。老師的認真教學與她的超齡入學，學習課程對她而言很簡單。

但是當時老師在教學中不定時地抽問學生，卻讓她非常害怕。雖然十歲才入學的

她，因年齡比同學大、學習能力較佳，但被老師點名後得站在眾人面前回答問題，

讓她感到害羞而不知所措。她有時納悶，那些調皮、上課不專心的男同學被老師

點名答題時，不管他們能否正確回應都不怕羞、也不怕窘！日後，她自我反思，

為什麼自己明明能正確回答問題，還是感到困窘羞赧？(編號 W-5 訪談稿)疑惑之

餘，認為當時的態度實無須如此。其實，這種羞怯面對大眾的心理，應不是少數

一、兩位女童的特例。 

當時有些老師會以實物教學來引導學生學習算術，例受訪者提及就讀低年級

時，日籍女教師耐心教他學習加法卻苦無效果後，掏錢要他去附近的雜貨店買二

顆橘子回來。 

在我買回橘子後，老師剝去橘子皮，將橘肉一片一片地掰開給我看，給我

一片後，問道：「你有幾片橘子？」我答：「一片。」她再給我另一片橘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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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問我：「我又給你幾片橘子？」我答:「一片。」接著，老師又問：「那

你現在有幾片橘子？」我當然答二片呀！她說：「對呀！這就是 1+1=2」

就這樣，我學會了加法(N-3 訪談稿)。 

    當年老師運用實物教學，還有 1941 年臺北市蓬萊國民學校的實例，當年就 

讀四年級的王金蓮女士表示，她的老師經帶著學生到室外體驗實測、目測差別的

數學科。這也是一種運用實物教學的技巧，讓日後也服務杏壇的王春，都不禁讚

其教學很現代化。8

三、體鍊科的修習科目，要求男童必須學習武道 

體鍊科，相當於今日的體育科。初等學校的體育科是隨著日本的統治以及日

式教育而導入學校教育中，在國語傳習所時代，係在矯正姿勢的名目下，以兵式

體操(即軍操)為主要內容，運用課間進行；到了公學校時期，體育科稱為「體操

科」，內容是普通體操及遊戲，當時無論是公學校或小學校，體操科都是必修科，

上課的內容以日本內地的教材居多，加上教員自己的創意，當時初等教育中，除

了國語科外，並無教學用的課程標準可參考，全部由教員自行處理。9

其實，日治時代的小學體育課相當多樣，但初期並沒教授太複雜的運動項

目，多是簡單的體操、身體動作的訓練。10而當時一向視俳優與樂隊為賤業的臺

灣人民，對於學校課程表裡設有音樂與體操，誤解為學校進行事培養賤業之人的

活動；另外傳統書房遵守「勤有功，戲無益」的教訓，認為遊戲一種毫無益處的

活動，故這兩科不受歡迎。11事實上，在傳統中國的學校教育，無論是蒙學、或

是儒學，學習內容中均未包括體育活動。所以當日治時期引入西方的體育教學

後，應對傳統教觀念是一大衝擊。特別是對於過去「嚴男女內外之防」的女童，

更是挑戰。因為，此時不但他們要入學，還要上體育課，甚至與男生一起上。這

是對台灣社會傳統道德觀的一次大挑戰。不過當學校日漸普及，臺灣民間逐漸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王金蓮，〈不平等的童年〉，收於桂文亞主編，《校長上小學》(臺北：聯經，1988)，頁 195。 
9蔡禎雄著，《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》(台北：師大書苑，民 86)，頁 11-12。 
10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，《臺灣小學世紀風華》(台北：柿子文化，2004)，頁 52。 
11李園會，《日據時期台灣之初等教育》(高雄：復文，1983)，頁 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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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學校教授體育的觀念後，體育課程也就跟著豐富得多。體育課開始增加了多

樣的課程內容，例如賽跑、游泳、單槓和野球等；另外，日本傳統技藝如相撲、

劍道等亦有某種程度的推行。12

多元的體育課程，在 1941 年初等機構統稱為國民學校後，變成主要修習體

操與武道的體鍊科，並且加重劍道、相撲日本國粹運動，因為 1930 年代中日戰

爭後，在皇民化運動及軍國民教育的體制下，使得體育課程除了強健自己的身體

外，又多了一項「為國家鍜練體魄」的重要使命。13

加重劍道與相撲的學習，對於一般的國民學校男童，因為經濟因素，無法負

擔額外購置裝備費用花費的學童，多是學習相撲技能。當時，相撲還發展為運動

會的競技項目以及校際競賽的重要活動(編號 N-3 訪談稿)。 

官方設計體鍊科的緣由，雖然有為國家鍜練皇國民體魄的使命，但對於較好 

動的年少學童而言，無論男童女童，都還是有其趣味令人樂在其中。回憶說道： 

因為比較不愛讀書，所以比較喜歡體鍊課。當時，台灣的小孩比較窮，

買不起練劍道、柔道所需要的配備，所以體育課只有上相撲，夏天還

會上游泳課。相撲很好玩，我好幾次被選去當選手去參加校際比賽，

那時候的競賽地點在當時的日本人唸的仁愛國校(現在的仁愛國小)通

常在賽前一個月會在放學後留下來集訓，每次不管有沒有得獎，只要

能代表學校出去比賽就覺得很驕傲。」(編號 N-3 訪談稿) 

       

在台北北投國民學校，男同學有類似的經驗，他們平常在沙坑玩相撲，到了

校內有比賽，各班選出選手一比高下，優勝者代表學校到附近的北投公園，和其

他學校的選手競賽。14而北市土林區及北投區的學校，更為了紀念日治初期在芝

山巖遇害的六位日籍老師，每年會在這六名老師的墳前祭拜並舉行相撲大賽，學

校老師通常也會刻意安排全校學生當天到芝山巖去，一者觀賞相撲大賽，二者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，《臺灣小學世紀風華》，頁 52。 
13同前引書，《臺灣小學世紀風華》，頁 53。  
14蔡麗美等編，《走過一世紀 跨越兩千年》，頁 1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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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。15

另外，日本人對於游泳相當重視，許多都市的學校內都設有游泳池，在夏季

也會有類似夏令營的「臨海教室」。16當時基隆昭和國校校舍臨海而得地利之便，

所以體育課借助現有地理環境，盛大辦理游泳課程活動，以發揮地域性特色。(見

圖 4-3) 

 
            圖 4-3 日治後期基隆市仙洞國校校舍環境 

    資料來源：基隆市仙洞國民小學提供，該校日治時期校友繪製。 

    註：上圖左側約 200 公尺處係當年昭和國民學校校區所在。 

 

昭和國校校友吳金珠，提及體育課就顯得興致盎然地說道： 

夏天時，老師會安排學生到海邊上課，同學大部分都要下水游泳，不會游 

的同學，老師會另外教授游泳技巧。有時候，老師會安排特別的競賽，當

時全校所有的老師都要一起參加。競賽時，男生一邊、女生一邊，二邊都

有老師在旁照顧。競賽開始前，老師會先藏幾粒刻有老師名字的石頭到岸

邊的淺海海底，讓同學們潛水到海底去找，找獲老師放置的石頭，就可以

換得鉛筆等獎品。(編號 W-5 訪談稿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蔡麗美等編，《走過一世紀 跨越兩千年》，頁 155。 
16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，《臺灣小學世紀風華》，頁 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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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校的回憶說道： 

夏天上游泳課，真得很有趣！有三千公尺的海游比賽，除了有老師在兩旁

看顧學生的安全，另外還有老師划著船來回巡視以保護學生，男生、女生都要參

加，但是參加的女生總是比較少。(編號 N-3 訪談稿)女生參與人數少，除了是因

為當時女生入學人數本來就少於男生有關，有些女生會故意躲在人群旁，儘量避

免輪到自己下水的機會。(編號 W-4 訪談稿) 

除了夏天的泳課外，昭和國民校的體育課大部份時間都進行打躲避球。當時 

打躲避球的場地就是一般的泥地，一旦下起雨來，場地就變成了溼漉漉的泥漿地 

，一踏上去就會弄得滿腳泥濘，若是既跑又跳地進行躲避球活動，絕對會頻頻滑

倒。即使知道雨中的泥地不適合玩躲避球，但是好玩的男童們依然樂此不疲，笑

著說： 

下雨天，滿地都是爛泥巴，玩起躲避球來就會頻頻滑倒，全身的製服都會

沾上爛泥巴，但還是照打不誤、照玩不誤！知道回家後，一定會挨大人罵，

就辯稱是上課時被老師要求打球，才會弄得這一身髒。因為老師都是日本

人，父母有所忌憚，我就能平安無事。」(編號 N-3 訪談稿) 

在資源有限的日治後期，打躲避球應該是最容易進行的運動項目，然而躲避 

球此項運動，對女童而言，應是激烈的運動，而且如果男女學童一起玩，更是禁

忌的突破。因為活動很難避免身體的碰撞或接觸。但是，這項運動符合兒童好動

的特質，因此當提及打躲避球時，吳金珠回憶起來，也是覺得趣味十足。(編號

W-5 訪談稿) 

四、藝能科的修習科目，兼行教化功能 

藝能科包括了音樂、習字、圖畫、工作等科目，除了工作課外，其他每門課 

都有教科書。學童通常是依照老師的引導，練唱音樂課本上的歌曲、練習習字課

本上的字，以及依圖畫教科書的進度畫畫，工作課則另有其他進行的方式。 

在圖畫課方面，吳金珠的回憶顯得特別鮮明，她說： 

我很喜歡畫圖，課程中有時按照課本的畫冊進行，有時老師也會讓我們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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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設計主題，老師都會將學生作品評等後發回。但是有好幾次，我的作品

都沒有被發回來，我覺得很奇怪就去問老師我的圖畫在那裡？老師告訴

我，如果我想知道我的圖畫在那裡，下次會帶我去看。過了一段日子後，

老師選我和其他四、五位同學為昭和國民學校的代表，到公會堂(光復後

的中山堂)參觀。到了公會堂，我發現自己畫的圖分佈在展覽廳的各各牆

面上！其他學校的代表學生也會作品在展覽廳中。當時雖然沒有獎狀或獎

品，但能被選為學校代表出來參觀展覽，也是覺得很高興(編號 W-5 訪談

稿)。 

 

在音樂課方面，音樂課的教唱，其實有著培養國家意識的潛在目的。許佩賢

指出，近代學校的課程設計，以國語、歷史、地理等新學科做為傳授知並傳國家

理念的課程；另以體育、唱歌、圖畫等課程體現新教育觀外，也蘊含著國家的國

民統合要求。透過體操，塑造可以行動、韻律一致的國民身體，透過唱歌科中齊

聲合唱的身體練習，也有同樣的意義。17但是對於部分當時就讀國民學校的女童

而言，音樂課似乎未能發揮太多的教化功能，因為她們對音樂課的印象模糊，例

如當年就讀昭和國民學校的吳金珠與陳女士兩人，前者自述在音樂課中極乏成就

感，因為自己實在不擅長歌唱，因此對音樂課印象模糊(編號W-5 訪談稿)。而長

吳女士三歲的陳女士，畢業於 1943 年，她對音樂課的印象也不深，她認為這跟

她個性內向、不喜歡在他人面前開口唱歌有關(編號W-4 訪問稿)。然而，由於音

樂課必須在公眾前現聲，先前所述，上課被抽問一樣，因此會對女童產生壓力。

這不是個別女童個人個性開朗與否的問題，而是與過去女子被束縛在閨閣內，不

得拋頭露面的作法與價值觀有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實業科的修習科目，以培養簡單的實業技能為主 

實業科是日本政府殖民政策下實業教育中重要的一環，當時所學的項目，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許佩賢，《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》，頁 1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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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男女有別。在高等科階段，男生學習農業、畜牧、商業、手工業等實業科目，

女生則在四年級時便開始學家政、織縫、手藝。學校老師在教授這些簡易的入門

課程，仍是以專業認真的態度進行。因此除了教導基本的農牧知識外，也會在校

園裡設置農場、豬圈、牛舍之類的設施，讓孩子們學習。18

到了日治後期，仙洞地區國民學校雖然每班都是男女合班，但上工作課卻 

依性別不同而有不同的課程內容，大致上男生的工作課學習種菜，女生的工作課

則是縫紉。戰末之際，因為空襲頻仍，老師因此在工作課程中教導女生縫製防空

用的頭套，讓學生在躲空襲時使用，以減少炸彈巨響對耳膜造成的傷害，並減緩

炮灰煙霧對呼吸器官的污染。男生則在學習種菜外，還要學習如何起火燒炭。(編

號 W-3 訪談稿) 

女同學將課堂所做成的防空頭套，每遇空襲時便能直接使用；而男生上工作

課所種的一般蔬菜，收成後通常由老師拿回去食用，只有在甘藷可以收成時，才

是學生打牙祭的機會。老師通常會煮上一大鍋子的甘藷，讓每個同學都吃得飽

足，做為犒賞。(編號 N-3 訪談稿)但是每屆的情形不太一樣，長幾屆的陳女士，

她的老師則是以土窯烤地瓜食用來鼓勵學生。圖 4-4 中，可以看到男女學生在烤

地瓜的土窯前留影記念的情形。雖然甘藷在當時是一種粗食，但是師生共用食用

的氣氛，就讓學童吃得津津有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，《臺灣小學世紀風華》，頁 48-4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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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圖 4-4 學童在校園中製作土窯烤地瓜的景象 

資料來源：《基隆市昭和國民學校第二屆畢業紀念冊》(1943)，頁 11。 

 

另外，有些學校的老師，帶領學生種植的蔬菜收成後，則是指導學生收割、

整理好蔬菜後，送到市場賣錢以購置班級圖書。19

到了戰末，1944 年 8 月臺灣總督府發布〈學生勤勞令〉及〈女子挺身隊勤 

勞令〉，徵集男、女學生分別從事糧食生產、陣地構築、軍事勞動、戰技訓練、

病患照顧等工作。當時仙洞國民學校的老師會提供篦麻種子讓學生栽種照顧，要

求學生在萞麻長出果子時拔下來集成一袋後交給老師。這些果子內的種子可以用

來提煉供飛機使用的油料，學童做這些活動時，覺得自己正在進行一件很有意義

的工作，因此樂此不疲、絲毫不以為苦。(編號 N-3 訪談稿) 

然而，太平洋戰爭越到末期，學校的上課越來越不正常，學生種菜、助割竟 

成為主要的教學活動，而此類的勞動，常常被視為另一種形式的身體活動，因而

體育課就成了這種觀念下的犠牲品。例如臺北市中正國小當年的校友林國舜提

及： 

我們每天上課，左肩背書包，右肩扛鋤頭。上學說是六小時，起碼有一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陳炳爵，〈矛盾的童年〉，收於桂文亞主編，《校長上小學》，頁 11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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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在做勞動服務。學校將空地闢成菜園，大量種植萞麻和菜蔬。除了墾地、

澆水、除草，還要到廁所挑出糞便來當肥料。當時汽油缺乏，就將萞麻榨

成油，當作起飛機的燃料油。種的菜，到市場賣了，全要充作「國防獻金」。

20

回想當時戰末空襲激烈，學生幾乎都無法上課，每天的生活不是逃難、就是

演習。21當年擔任北市北投國民學校三年級導師的日籍女老師，亦對當時經常遭

受空襲以致授課無法順利進行的情形，而嘆說那是個悲慘的年代！22

 

貳、光復初期 

 一、國語、算術、常識仍維持講述法 

光復初期，雖然官方的教育政策是要求中國化，但國民學校的課程形式並 

未有太大的改變，惟課程的內容和教學語言的更動，則對學校教師是一項高度

的挑戰，因為當時的台籍老師受的是日本教育、精通的是日文，而當學校改要

教師以中文授課，這對中文一竅不通的老師而言，是一大困難，他們被時勢所

迫，只好硬著頭皮拼命學習中文。23教師通常利用晚上學習中文，再將所學的

中文於隔天馬上指導學生學習。24

然而，對於當時國民學校的學童而言，使用不同於母語的語言去學習課程，

卻有種陌生的新鮮感和趣味。李明子就讀基隆仙洞國校時，對國語課文中有段

「來來來，來上學。去去去，去遊戲」的內容印象頗深刻，童年的她覺得這段

課文用北京語唸起來的音調很順暢，疊字的節奏、陌生的字音對於當時不太聽

得懂北京語的她，是一種新鮮、有趣的經驗。(編號 W-6 訪談稿) 

但是北投國小師生感受，則完全不同。台北北投國小校史記載到，當時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林國舜，〈一心盼望老師請假〉，收於桂文亞主編，《校長上小學》，頁 169。 
21黃怡玲訪談魏林宗校長後所得結論。黃怡玲，《日治時期女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》，頁 91。 
22蔡麗美等編，《走過一世紀 跨越兩千年》，2001)，頁 53。 
23李秉穆等編，《戀戀埔羌崙～探尋田子記憶版圖》(屏東：屏東田子國民小學，民 92)，頁 55。 
24同前引書，頁 5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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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在光復後改口說北京話，結果聽的人是「鴨子聽雷」。授課的老師也是滿口「臺

灣國語」，家長聽得懂國語的就更少了。「開母姐會」，都會唸成臺語的「牽牛坐

馬」。25另外，由於外省老師來自各地，鄉音不同，教起北京話，也是狀況百出。

例如，光復那年，北投國民學校一年級至六年級的第一課內容都是「我是臺灣人、

你是臺灣人、他是臺灣人」，26往往被聽成「餓死臺灣人、你死臺灣人、殺死臺

灣人」，而令乍聽到此話的臺灣學生受到驚嚇，後來才知道是誤會。(編號W-5 訪

談稿) 

跨越光復前後，就讀國校的吳金珠回憶當時學國語的過程，與北投國小校老

校友的經驗較為相近，除了上述因語言不通而產生誤會偕音的例子外，她記得有

一回，老師指著板書說：「他大你二歲。」她跟著唸，但是心裡不明白是什麼意

思，那五個字聽起來像是閩南語「腳踏沒處找！」意思是「腳踏之地，無處可找 」。

(編號 W-5 訪談稿)足見，當時因語言隔閡而造成的溝通困擾確實存在，老師想教

授的意思，與學生聽到的意思，往往南轅北轍，相差千里。 

再者，另有受訪者表示，當時的老師因為不太會說國語，常常會有奇怪的翻 

譯語句出現，例如：「班長，你去『發現』一個水桶。」其實，老師是想說的是

「班長，你去『找』一個水桶。」但因為不知道怎麼用北京話唸出「找」字，於

是就用已經記得的北京語發音「發現」來代替。後來，政府不斷要求學生講國語

(北京話)，若是講臺灣話等方言，就要罰錢，在大家普遍不會講國語，又沒有錢

能夠讓學校一直罰的情況下，學生們發展出一套因應的方法，即是在每句話後面

加個「子」字，就可以當成說國語了，例如「芒果」一詞，同學們不會用北京話

發音，就先用臺語發出「芒果」的讀音，之後再加上一個北京語發音的「子」字，

由「栓仔」(芒果)變成「栓仔子」(芒果子)，如此就不是說方言了。(編號 N-2 訪

談稿) 

出身埔里望族的游麗齡，因為特殊機緣，曾在南京讀過一年小學，因此返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蔡麗美等編，《走過一世紀 跨越兩千年》，頁 132。 
26同引前書，頁 13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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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就讀埔里國小時，反而代老師教同學發音、唸課文。當時身為小老師，讓她感

覺很驕傲，因此朗讀課文非常認真、學習也非常用心。(編號 W-2 訪談稿) 

李明子回想當年上國語、常識等課程時，老師就站在講台上講課，通常會使 

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加強他們的印象。上算術課時，老師通常會以板書呈現算式

來引導他們學習。(編號 W-6 訪談稿) 

 

二、音樂、體育、圖畫、勞作課程的教學形式固定 

當時音樂、圖畫兩科都有課本，老師按課本進行歌曲教唱、圖畫練習。 

勞作課，老師會依學童年級而進行不同的勞作活動，例如低年級男女都要使用雞

蛋殼製作不倒翁、高年級女生學習繡花等。(編號 W-7 訪談稿) 

學生對上述課程的反應，通常反映其天賦與性向的不同。李明子與鄰居王春

相差近三歲，同樣就讀仙洞國民學校，談起音樂課、體育課，兩人的反應完全不

同。李女士覺得自己拙於歌唱，而老師每次上課都要按著課本教唱，因此覺得音

樂課不太有趣。上起體育課，常常要賽跑，但每次都跑輸人，所以也不喜歡體育

課。(編號 W-6 訪談稿) 

就音樂課而言，王春喜歡唱歌，她不但記得老師教唱「小白兔乖乖….」，「小 

小姑娘，清早起床…」等歌曲，並且笑著表示當年常常在放學回家的短短路程中，

快樂地邊搖擺著身體、邊唱著音樂課教的歌呢！ (編號 W-7 訪談稿)而就讀埔里

地區國民學校的游麗齡，對音樂課的印象也不深刻，但是和王春一樣，對低年級

時學的兒歌，即「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…」，「小白兔乖乖…」等歌曲，也都能愉

快地歌唱起來。(編號 W-2 訪談稿) 

就仙洞國校的體育課而言，光復初期未若日治後期重視游泳課，礙於設備有 

限，上體育課通常限於跑步、躲避球及在泥地上刮出線界進行的凱旋門遊戲等。

受訪的王春表示，從小個子就小，但很會跑步，上起體育課來很有成就感，所以

也很喜歡體育課。(編號W-7 訪談稿) 另台中潭子國民學校校友陳智育先生的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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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，也反映老師有為了趕學科的課程進度而自行減少上體育課的時間。27

在圖畫課方面，此時期有專用課本，只要畫在課本上就可以了。年級不同，

課本內容難度自有差異，像低年級就畫香蕉等簡單水果圖案。老師通常會將學生

表現較好的作品張貼在教室後面的佈告欄，讓同學們模仿，也強加化作品被張貼

的學童的榮譽感。受訪的李女士表示，她的圖畫常被老師貼在教室後面的佈告

欄，她說當年學童對自己的圖畫能被張貼出來就覺得非常高興，因此更喜歡上圖

畫課(編號 W-6 訪談稿) 

      

參、小結 

 就有限的文獻資料及訪問紀錄中發現，日治後期藝能科與光復初期的音樂、 

圖畫、勞作等課程的上課形式大致是相同的，但課本內容與教材的設計是很大的

差異，若排除文化差異的現象外，最大的差異是日治後期藝能科的教材，具有貼

近學童生活的地方性和實用性，例如體育課課程的設計，日治後期的國民學校教

師會依該校靠海的區域特性，安排海邊的游泳競賽活動，發揮一般海邊學童具備

的本事；勞作無論是種菜或縫糿防空襲的防護罩，都能教導學童生產或製作生活

所需的實用品。 

光復初期，也因為戰後殘破局面等待處理，學校設備經費有限，因此學童上 

體育課的印象，僅限於學校操場上的賽跑和簡易的遊戲。勞作課中，要求學童用

蛋殼填沙製作不倒翁，固然可以用實物經驗教導童重心等相關的物理概念，但是

製作不倒翁需要買蛋的費用，以及成品毫無實用功能，在當時物質缺乏、民生貧

困的社會環境下，學童難免會被家長的經濟壓力所影響。另外，繡花的勞作課程，

也與當時以靠海為生的仙洞地區的居民生活所需有極大的落差，繡花的精緻之美

不易落實於平日服飾所用。 

至於，原本女童因上課要在公眾露臉而產生的困窘的現象，似乎至光復初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 陳智育，〈升學的壓力〉，收於桂文亞主編，《校長上小學》，頁 6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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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漸減少。就受訪資料來看，老師上課還是常抽問調皮的男同學，女生比較乖巧，

所以很少被要求回答問題，但因為女童還是擔心被點到，惟恐無法正確回答，所

以上課非常認真。(編號 W-7 訪談稿)換言之，就本研究的受訪者而言，課堂上的

壓力，主要來自能否正確回答問題，而非起身在公眾面前的困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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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課間活動 

   一般學校課堂間的下課時間，時間雖然很短，卻是學生最能夠自主運用的時

段。通常，學童會到教室外遊戲，因男女生不會玩在一起。在訪談的實例中發現，

從男女生各自玩耍的遊戲，不但可以看到因為性別而帶來的差異性，也可以看到

女童受到男童的威嚇，或是與男童間形成對立的關係。 

在日治後期就學的吳女士，當時班上男女同學各約一半，男女生各坐二排，

每排有十一、二張桌子，每張桌子配兩張椅子，各坐乙人，男女同學上課時不會

講話，下課之後也各分開來玩。女生通常都會玩跳房子、踼踺子(用紙包著硬幣

當踺子)、抬腳拍球等等。就讀仙洞地區昭和國校的吳女士與部分女生，在女生

玩的遊戲之外，也很喜歡吊單槓。一般而言，單槓都是男生喜歡且佔用的遊玩器

材，不過因為男生喜歡佔用較高的單槓，而女生通常都選擇較低的單槓，所以男

女生彼此間不會發生衝突，愉快地與自己同性別的同學一起玩(編號 W-5 訪談

稿)。 

也有例子顯示，當調皮的男生會不慎砸破玻璃，肇事者等男生都會警告女生

不可以向老師報告，並且揚言警告，如果有男生被老師叫去處罰，一定會找女生

算帳。因此，當老師進行調查詢問時，女生都噤不敢言。因為問不出肇事者，老

師很生氣地要求女生在桌子前罰跪，但女生們即使跪得都哭了，也不敢說出來到

底是那個男生闖的禍，惟恐一旦說出實情，日後會被男生打！老師很明白一定是

男生打破的，卻沒有人願意說出原委，因此要求全體男生罰跪，並且要學生雙手

舉著椅子。當時的椅子材質很重，舉著椅子罰跪是非常痛苦的(編號 W-5 訪談稿)。 

邵阿祿與吳女士是前後期校友，他表示下課時，他和其他好動的男同學是停

不下來的，通常會玩騎馬打仗的遊戲，也就是每三人架起另一位同學，跟另一邊

同樣陣仗的人馬對打。再者，也很喜歡玩囝仔標，或是畫地玩跳格子。那時候，

男生不會跟女生一起玩，因為很多男生與他一樣，只要跟女生講話，就會臉紅。

那時候，老師比較喜歡女生，因為女生比較乖、比較聽話。男生比較調皮，那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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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學校管得很嚴，教導(像現在的訓導主任)平日手上都會套著「五指虎」，並裹

上一圈布條。在下課時，一見到男學生表現不佳，就立刻往頭殼上敲。那一敲，

可就是一個大腫包了(編號 N-3 訪談稿)。 

從上述實例中，男女生下課時間裡，各有自己玩耍的空間，表面看來沒有彼

此干擾或衝突。但是，男童往往比較強勢霸道，呈現的是霸權的角色，除了會恐

嚇女生外，還需要教導帶著處罰用的道具去對付。 

光復初期後，課間似乎男女生依然是各自與同性別的同學玩在一 

起，如埔里國校校友賴和文的經驗是： 

     當時學校男女分班，女生班教室就在廁所旁邊，男生班的教室則離廁所

比較遠。下課時，女生拉著橡皮筋在走廊跳繩，不讓男同學過去，造成

我們男同學要遶出走廊才能走向廁所。晴天的時候還好，雨天的時候就

會淋到雨了，於是同學們跑來向當班長的我訴苦。我一聽之下，立刻拿

起剪刀去剪女生的橡皮筋，女生們就跑去向老師告狀。老師把我叫過去

問，我就從頭說出為什麼會這樣做，老師聽完就拿起籐條打起我的屁股。

我覺得老師為什麼沒有幫我說話，並且還打我！我就搶過老師的籐條往

老師的頭、臉，一陣亂打。當時老師被我的舉動嚇呆了，轉而向訓導主

任告狀，控告我打老師…(編號 N-2 訪談稿)。 

 

賴和文的例子，雖然係因當時老師的處理方式不當，才引起學生抗議的過度

反應。但是，當時仍是學生身份的賴和文，有膽量自行仲裁並自行解決男女同學

糾紛的問題，這除了有個人領導能力的特質使然外，恐怕還有男性高於女性的霸

氣，才會讓當年男生班的班長有恃無恐地自行仲裁男女同學的衝突。 

    光復初期就讀基隆仙洞國校的王春，她和女同學在下課的時候，會玩些「蹌

腳架」，這個遊戲需要二人同時玩，個人將一腳抬起，並用另一隻腳踏地跳躍，

同時用雙手與對方互相擊掌，直到推倒對方為止，雙方都會有隊友在旁扶助，以

防同伴被擊敗時會向後傾倒而受傷，那時候小朋友們都會配合得很好。另外玩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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繩、玩凱仙(即凱旋門的遊戲，先在地上畫界，需要兩方人馬，一方各六個人)凱

旋門這種遊戲，上體育課的時候，老師要求男女一起玩，但下課的時候，女生只

會找女生玩(編號 W-7 訪談稿)。 

國校四年級以後，王春的導師由一位年輕的男教師擔任，他表示上課時，自

己和學生的關係是老師和學生，但下課後，自己和學生就像哥哥和弟弟妹妹一樣

了，所以老師如果在上課時處罰了男生，一下課就會被四、五位男同學抬了起來

(當時學生稱之為「抬關公」)，抬到有地毯的地方，齊聲喊著「一、二、三！」

然後將老師往有毯子的地板上輕甩，接著哄堂大笑！老師也莞爾置之，不會追究

(編號 W-7 訪談稿)。 

在王春的經驗中，同學們在下課時間都非常愉快，但這些愉快分別屬於男、

女生兩個不同的團體。一般而言，男生的團體遊戲予人具攻擊性、偏重武力的刻

板印象，但從王春童年玩的遊戲看來，除了跳繩外，無論是玩「蹌腳架」或是所

謂的「凱仙」，其實都有相當程度的攻擊性，但是女生不會去加入男性的攻擊遊

戲。 

    從男女分開遊戲的現象看，一來可能是過去「男女授受不親」觀念影響，再

者，在這時期間，學童心理上兩性互相排斥，而偏好同性，應該也是正常的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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